
專訪李遠哲院長─

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
(前言：《簡訊》安排了一次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的訪談，主題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參與訪談的人包括人文處王汎森處長、中央研究院朱敬一副院長、國科會社會科學中心主任管中閔教授、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雷祥麟教授、以及簡訊主編曾嬿芬，以下為訪問的重點。)
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流
王：上次跟院長談的時候，院長提到對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一些看法，我偶爾也零零星星聽到一些，我覺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對我們人文社會科學如何發展可以提出一些看法。
李：歷史上的文人都是懂科學的，現在很不幸的是，學門是以十九世紀的學門來分為動物系、植物系、人文社會學、自然科學、生命科學……。所以我常常也跟植物所、動物所的人談這些，我剛到這裡時，我帶一位植物所的同事到宜蘭，因為宜蘭說要給我們一塊地，那次我看到一棵很漂亮的樹，我問這位同事那是什麼樹？他說不曉得。我問了五顆不同的樹，當時游縣長每棵都知道，我知道其中的兩棵，植物所的同事幾乎什麼都不曉得，他說：「我是研究細胞的」。常常我們說「見樹不見林」，現在則是見細胞不見樹，更不見林。你如果看動物所也有相似的情形。
很不幸的是，學門依照十九世紀分下來之後，讓很多人覺得這是不太有道理的，所以現在我們的生命科學最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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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禮拜，李文雄院士回來，他在找人，要培養一些作生物資訊的，他要什麼呢？他要電機系的，要真正懂得電腦的、學會大量數字計算的，他在芝加哥大學收的學生做Biology方面的，物理的訓練不夠；到這裡收學生是大學部的學生，他要帶到芝加哥，讓他有系統的學生命科學的課程，才能做生物統計的課程，所以現在生命科學最有趣的是，你要懂物理、化學、生命科學，你要處理大量的數據、Bio-information，你要懂得統計學。參與生物統計工作的人，就把資訊所的、統計所的、生醫所的人要互相教育，因為你如果沒有了解生命科學，生物資訊是不可能做的，沒有這些技術也不可能做。
每次被邀請參加科技與人文的對話，常常就坐在人文的旁邊，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聖嚴法師他坐下來，就搖頭向著我看，「我跟你啊，雞同鴨講」他覺得他沒辦法跟我溝通，那時候我笑著說，我小時候看到老母雞帶著一群小鴨子，蛋是老母雞孵出來的，所以鴨子跟在母雞後面，一群這樣子走，不同領域之間也不是不能談的，還是可以談的。
不過張光直講的對，有意義的人文和科技的對話是在一個人的腦筋裡面對話，不是找兩個不同領域的人對話，不然，對話沒有多大意義。所以我如果是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的話，我一定會努力學自然科學。芝加哥大學在所有的大學裡面，課程設計做的最好，主修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一定要在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命科學中都要選擇一項來學習，而且是非常正規的學習方式，而不是營養課，聽聽就好。我也教過大學部的化學，把這些學生在一個學期裡面真正教懂化學，從這些基本的原理教懂，不容易，但是我覺得very rewarding。人文社會科學的人，一定要好好的了解科學。譬如在現代社會裡面，不但是我們的生活，立法院很多法律的制定，現在也都逃不了科學，所以不懂科學不是好事，但是在這方面我們是有問題的。

交流的困境
曾：在自然科學，因為有生命科學這個領域出現，有一個整合的可能性。可是社會科學目前其實沒有看到一個領域剛好可以整合很多社會科學的研究。目前能夠看到真正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可能會有的交集，大概就是生物，所謂基因科技這個部分。像我們系上有些同仁非常關心這個發展，他們也會去讀基因科技的一些發展，他們承認非常難進入那個領域。不過，回到剛剛說的，為什麼我們會出現這樣一個區分？其實問題可能需要回溯自大學，甚至我們以前的所有教育裡面。您覺得我們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可以去改善？
李：我想大部分的人到了高中之後，不能繼續學科學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在教學的過程裡面，在國中階段有一樣事情做的非常不對。我們的教育應該是教舉一反三的事情，教重要的而不要教那麼多。比如說現在打開課本看看，課本裡面講氣象，雲、霧、颱風這些物理的相變，從冰到水、水蒸氣這個相變，能量的吸收跟大自然的氣候，颱風的行程跟能量的釋出，都是與水蒸氣凝結、氣體變成液體這些過程有關，所以太平洋的溫度高低跟颱風的形成都是有關的。學生如果懂得相變，從冰到水、水到蒸氣吸收多少能量，那麼他也知道煮飯的時候，火很大只是把水趕走，不會加速煮菜的速度，要用高壓鍋把溫度提高……如果了解這些物理現象的話，很多事情不用教她，想想就會懂的。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橫向的整合沒有做好，結果，講了一大堆東西，大氣、化學、臭氧層，教的都是似懂非懂的，很多腦筋好的人，就把這些記下來，考試的時候他會寫，寫了一大堆。我說，為什麼氧分子會變成臭氧呢？是因為短波長分解或是長波長？後來的高中課本裡面沒有提到波長、能源和光的分解的關係，這就很奇怪了，國中課本談相似的東西，高中課本也談相似的東西。所以我們的科學教育其實不要教那麼多，應教最基礎的、能舉一反三的這些東西讓每一個學生都能了解；我們現在教太多，教太多的結果呢，就是比較靈光的學生可以跟的上，一般的學生跟不上，所以這是我們教育的失敗。
　　　 所以我也常常在科學教育的檢討裡說，我們如果考試，為什麼考十個題目呢？我有次看聯考化學題目，就跟彭旭明，當時的化學系主任說，「你考這個題目，我也不會做！」不是真的不會做，我如果好好去想，想不到一半，時間就到了，但是我都真的不懂嗎？也不是啊，我都懂，但是我不會在短時間裡面考得很好，因為我沒有經過磨練、操作。如果把題目減少為三分之一，十個題目變成三個題目，一個是簡單的，一個是應該懂得的，一個是比較難懂的，那麼，應該學會的人寫兩個題目，真的不錯的人可以解第三個題目，不大好的解一個，真正不行的，一個題目都解不出來。時間不應該是因素，懂不懂科學才是重要的，不是比快。但我們現在因為競爭激烈，我們六個人都懂，但是我們只有其中一個人能進研究院，結果只好看誰懂得快，為了要比快，你在家裡就得看例題，或者是補習，一直要看相似的題目，以便快速解題。我還是比較欣賞我高中的國畫老師，每次上課的時候，他就說：「你給我畫一張很好的畫，以後就自由。」我每次就畫一棵白菜，高一到高三都畫白菜，那當然越畫越快、越畫越好，每次畫一棵白菜給他，他說「不錯」，五分鐘後我就去打球了，老師他的目的就是要我畫好的畫。基礎教育應該是教舉一反三、重要的原理，大家都能懂的、應該懂的東西，時間不應該是因素，我說如果愛因斯坦在台灣，一定考不上大學，但是如果以我講的方式，考三個題目，如果時間不是因素的話，他三個題目都應該會做，他會做，時間是因素的話，愛迪生、愛因斯坦都不行。
延緩早期教育的學科分流
王：朱副院長在做人文處處長的時候，出了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白皮書，其中有一段提到，認為如果要提昇人文社會科學，應該延緩人文及科學的分流，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其實我也曾經有很多機會想跟教育部的官員談這個問題。我們在立法院有一次有一個立委就說：這個是一個未定論，你們怎麼寫在白皮書上？我說白皮書本來就要寫未定論，如果定論怎麼要寫在白皮書上呢？白皮書本來就允許有空間去修改，那個立委也承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想法，他認為應該充分的去想，充分的去把它realize。院長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怎麼樣？
李：我在唸新竹中學的時候，我們到高三都沒有分班，所以所有的學生物理不行、化學不行必定留級，所以全班的學生對物理、化學、歷史、地理等的理解都是一樣，經過考驗的，所以我們那時候叫做「三育並進」的好學生，我們在中學唸了六年，在初中的三年的，如果拿起樂譜不能就這樣唱出來的話，一定不及格的，我們一直練習，Do、Re，Me、Re，Me、Fa，兩個兩個音，一直要練到差八個音。所以到初三的時候，每個人拿到沒有看過的譜，也能夠慢慢的唱出來，如果唱不出來，就留級，游泳也是一樣，如果初一游不過20公尺，暑假不來補習的話，就不能升級，它是非常嚴格，每個人能夠達到這樣的標準。但是我常常在想，辛校長的三育並進是針對著桃園、新竹、苗栗所謂的菁英分子，我們考上新竹中學是三個縣收一百個學生，所以三個縣經過筆試、口試才進入新竹中學，那個時候已經可以說是社會的菁英份子了，所以可以做全才教育。
以前在我的時代，進到大學是了不起的人，一定是社會統治階層的人，進到大學，你是沒有問題的；現在不是了，大學教育慢慢變成普及教育，從3%、5%到現在20%會進入四年制的大學，如果把專科學校也納入，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到專科學校。這些人並不是都要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有些人是做實務性的工作，所以你如果看現在美國、歐洲的很多高等教育的體系，我還是覺得，加州的大學做得最好，它分成三層來辦大學，第一層收高中12.5%，將來可能做學術研究和professional的學生就進入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第二層是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其實這一體系裡面就訓練了很多實務性工作的人，像United Airline 的前老闆Wolf，或是很多藝術家、很多公司老闆都是這個體制出來的，這是佔高中畢業生的三分之一；其他的人都到community colleges，兩年之後他如果對學問感興趣，他可以轉得上去。
    如果人文與自然科學教育不要太早分流，我們要讓每個人都懂這些基礎的東西，量就要少。所以九年一貫制的課程修改，很多教授都說，這樣改下來的話，程度會低；我說程度不會低，他們學的東西會比較少，但是程度不應該低，而是項目要選擇，比如說運動，我們不能希望每一個人乒乓、網球、籃球、棒球每一樣都會，學一兩樣就好，學習也是一樣，要會舉一反三，留一些時間讓學生自由發展，那麼有些喜歡社會科學的人，他就會花很多時間念課外書。所以我們還是會有區別分化，但是基礎的教育應該是大家都一樣，學習才會比較好。所以有一些高中辦的是科學高中，他們可以在科學方面發展；有些高中偏重音樂方面，並不是每個學生都應該學一樣的，而是應該學的東西，他們都該學，可是留一些空間讓他們發展。
曾：如果以台灣為例，您會看到不懂自然科學還會有什麼樣不好的後果？當然您剛才提到一些比較現實的議題，裡面其實都是需要一些對基本科技的掌握，這個我想我們可以理解，但是對人文社會科學而言，那也只是研究某一部份的問題才需要，許多的議題真的跟自然科學沒有太大關係。

李：其實，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上，因為科技發達之後，科技的產品跟科技的方式，一直滲透到我們生活上面來，所以像用電腦，這些以前人文社會科學的人不一定會去用，現在就愈來愈需要。以前印第安那有一個笑話，有一個參議員，他的小孩子在看圓周率3.14159，他看小孩在算這些東西π=3.14159，他就很不高興說學校怎麼教這麼複雜、沒有logic的式子，他到參議院就說你們要讓π=3，他說這是立法。他也不曉得π就是圓周率，圓周和直徑的比率，這種笑話好像還不少。
自然科學者的社會人文素養
雷：院長，我想接著這個問題請教您一下，您剛剛說我們現在很多學科的分化是十九世紀的遺產，我們剛剛提到其實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人文科學跟自然科學完全被分開，在台灣因為高中就分組，所以來得尤其的嚴重。我以前聽您講，大部分都是在講自然科學之類的議題，可是像您剛剛舉出的那些現象似乎需要有一個新的分科是能夠讓社會科學的人和自然科學的人有比較多的合作，和比較多的真正交流，這樣才不會有雞同鴨講的情況。我不知道您會不會構想除了在教育以外，在我們研究機構這個層次重新來組織一個新的不同的學科視野，能夠了解這些科學對社會的影響，不知道院長會怎麼想？
李：我們常常也在想，中央研究院在目前是以博士後為主體推動研究工作，但是許多博士後研究人員，他們學的很專精，面對其他的東西好像都不太了解，做了幾年研究之後也當教授。這種情況是很不理想的，有一次我到某一個大學裡面，碰到一個系主任，他說是某某大學畢業回來的，可是看他當系主任做事情的方式一點也不民主，還號稱是在美國待了六年，在民主社會裡面待了六年，可是你如果去分析，他在台灣的時候準備要去留學，到美國的時候就忙著寫論文。我和他坐在一起他就說老美怎麼樣，他真正了解美國社會或民主的運作嗎？恐怕並沒有了解。回到這裡就成為教授，過幾年就變成系主任，他以為他做的事是非常民主的，結果一點都不是。所以我有時候也想，我們的中央研究院的博士後人員，如果將來當教授或是社會上的leadership，有責任要將他的視野拓展，那我們可能要有一個要求，比如一定要念一百本重要的書。不過這是一種補救的方式，最好的是從中學開始。
朱：我不是那麼同意院長希望人文社會科學者了解自然科學的內容，我比較希望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能有scientific reasoning ability而非scientific knowledge，我覺得這是有差別的。像熱力學我大概以前也看過，但是現在都忘了，忘的差不多了，如果你要我回去看呢，簡單的我絕對看得懂，我當然有能力去吸收它，我也不排斥它，可是我還是不太能夠了解為什麼做人文社會科學需要scientific knowledge per se。
管：或者反過來，其實院長您在好多場合都講到有些時候對人文的人不懂自然科學有一些想法，不曉得院長對於自然科學的人有沒有一點期許？

李：今天是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各位面前，說自然科學是重要的，對科學家我也會說人文社會科學是重要的。我念中學的時候，因為我們沒有分組，我也很好奇，看了很多世界文學名著，從抗戰時期魯迅、巴金的這些小說，到屠格涅夫、杜思妥也夫斯基……約翰克利絲朵芙好多好多，也看了很多與政治經濟學有關的書，那時候我有很大的願望，希望能夠改造社會，所以我看了很多政治經濟方面的書，當一個知識份子要多學習。

當一個文化人或一個知識份子，應該有人文的素養，所以科學家不懂人文社會科學是非常不好的。我想我們的教育裡面，在高中的時候，很多學自然科學的人不看名著，或者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也不去聽相關的演講，這對他們是很不好的。因為科技正非常深遠地在影響人類社會，而很多決定需要專家提供一些意見，可是這些專家如果對於社會不了解、沒有人文素養的話，他們提供的建議往往不是那麼適當，比如說像複製人、器官如何移植、器官怎麼成長等這方面的事情，如果他了解到民主社會人生而平等這些大家都接受的事情，那麼他應該會想到他的研究、好奇心的追求是不是會使現在民主社會中大家都接受的事情產生很大的衝擊？他應該會想一些這方面的事情。但是你講的是對的，學的太窄了，是很可怕的事，學化學的不懂物理，學物理的也不懂化學，或者是不懂別的領域，這是不好的。
雷：院長，在這邊插一句話，這樣的問題在台灣真的是更嚴重了。你講的譬如說在芝加哥大學，一般學人文社會學科的人也要修熱力學，可是同樣芝加哥大學學科學的人他同樣也會很認真地讀馬克思、讀莎士比亞等一系列重要的作品。我覺得這樣的人物將來無論是成為立法委員、政治人物、新聞記者，或是後來成為一個大公司的老闆，他對整個社會的了解和視野都會有深遠的不同。但我們在高中分流之後，自然科學家比如化學系學生就以為學歷史、社會科的就是腦子比較差的人，後來再也沒有認真學過這些知識，這真的是完全不了解social science 的reasoning。
學者的社會參與
管：我也想請教院長，一個社會科學領域常常碰到的問題。台灣這麼多年來，很多時候都還是處在各種紛擾不安的情況，所以從傳統的文化位置，或社會上現實的需要，常都會有一種需求或是希望學者在動盪中間扮演一定的角色。以中研院為例，中研院現在對學術研究的要求這麼高，等於是要這些學者全心全意地投入學術研究。我想請教院長，如果院長是人文社會科學者，怎麼樣看待學術研究者投入社會和參與社會工作的分野？也就是說即使社會上有這麼多事情的時候，我應該怎麼拿捏這個分寸，如果院長今天是人文社會科學者，你會怎麼看這個問題，怎麼拿捏這個分寸？在學術研究和參與介入社會的需求上取得一個平衡。
李：這個可能隨每個人有不一樣的拿捏方式。我總覺得一個知識份子有社會責任，尤其是在你的領域裡面你是專家，你懂得最多，所以在這個領域裡面社會上要你表示意見時，要有發言的責任。我們在大學裡面也常常說，一個好的教授要看他的研究、教學和社會服務，從這三個觀點來看，在學校裡面如果教學教不好的話，他存在的意義就很少了，除非這個大學裡面有一個研究所，他是research professor，不做教學工作，所以我們定位中常常很清楚地希望一個學者或一個教授在教學、創新知識和社會服務方面都有些貢獻，當然這些貢獻因人而異，有些人在研究方面做的特別好，有些人在社會服務方面做的不錯。
    但是我們如果說中央研究院這樣一個學術機構的話，學術研究一定是佔最重要的位置，我們沒有教學的負擔，但是我們也希望做社會服務。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有人問我說：「我一輩子就翻譯康德的哲學，可以升等嗎？」你在翻譯康德哲學的過程中對康德哲學有不同的、深入的了解，而寫了一篇有創意的文章，對知識的累積有貢獻，就可以升等；但是你做了翻譯這個事情，是社會服務，這不算是一個真正創新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到某一個私立的大學或是某一個liberal arts college，他們在學問的追求上不是那麼重視，一個liberal arts college的老師他培養下一代的責任是很重要的，做服務的工作也重要，但是在基本的知識探知上可能就不是那麼重要，所以在這樣的學校裡面，如果他翻譯了康德的哲學，那麼他對於學生的學習或是社會服務有所貢獻，那可能就成為一個升等的基礎。因為他扮演的角色不一樣，在liberal arts college裡面訓練、培養的就是通識的、四年裡面真正懂得很多的人，跟很多研究型的大學不一樣。

管：院長剛剛提到譬如liberal arts那種college，在美國是有的，在台灣並沒有這樣很明顯的區分。今天我們也會碰到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他常常用的一個藉口就是說：我因為關心了什麼事情或怎麼樣，所以耽誤了研究工作，我們究竟應該用怎麼樣的方法去面對社會參與的問題。

曾：其實管教授講的dilemma，在社會科學真的是有，比如說我有時和國外的學者說，事實上在我們這個社會對學者還滿倚重的，他們還很羨慕，他們說在美國根本沒有人聽我們的。但是回過頭來說，一個人的時間就是這麼多，當你被社會期待這麼多，你覺得除了你以外實在是沒有什麼人可以去做社會服務，可是你在學術上的要求也是越來越高，我想很多人都在這個雙重擠壓當中，想盡辦法去調整。這個情況可能就會跟自然科學學者的處境不一樣。

朱：我可以補充一點，不知道院長會不會同意。我有一個描述，就是社會參與、社會服務跟研究，我們講的社會服務大部分是跟專業有關。我有一個比喻，我覺得我的model是Domingo，我把研究描述成唱藝術歌曲，把社會參與描述成唱流行歌曲，我覺得最理想的是Domingo，就是他藝術歌曲唱到那個地步，他再去唱流行歌曲，唱出來的味道就截然不同，然後對社會非常有幫助。藝術歌曲唱不好，去唱流行歌曲，那只是一時的、短暫的、沒有內功的，完全唱藝術歌曲的人能夠造福的人群比較少一點，因為藝術歌曲的聽眾比較少。
李：你剛才講的就是像Domingo藝術歌曲唱的很好，或是基本的訓練很好。所以一個人的服務其實有時候隨著年齡的成長會很不一樣的，從我二十幾歲到美國到五十歲之前，一天二十四小時，即便在睡覺的時候都是跟科學有關，所以到五十歲之前我真的是所有生命都在做科學的研究，半夜醒來想的事情都是跟科學有關的，不會考慮到立法院預算不通過這種事。但是現在不一樣，前一天醒來就是因為想到立法院，昨天晚上醒來是因為今天討論這個基因體的研究，我昨天晚上在想怎麼樣說服這些經濟部的中低層的官員，以最短的時間、怎麼樣的方式讓他們了解基因體研究的重要性。我五十歲之後做學校的major committee，做能源部部長的顧問、聯邦政府、加州的一些committee、也當加州理工學院校董事，所以我五十歲之後倒是很努力的做了社會服務的工作，在另一方面成長的不錯，這是以前沒有想到的事情。

    我當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的時候，很多師範體系的人就批評說：你是沒有做過教育的人。其實我在加州做科學教育的改革和能源部部長的顧問的時候，除了能源政策之外就是教育。隨著時間，這個proportion就有很大很大的改變，當然有些事情是有人要做的，服務的工作還是有人要做的，你不能說每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就是三分之一做服務，三分之一做研究，那可能樣樣做不好也說不定。我小時後曾經參加全省少年棒球比賽，五年級的時候，打的真的是很不錯；六年級的時候參加全省少年乒乓比賽，那時候我們新竹縣還得冠軍，那時候打球從這一個角打到那一個地方，我都可以控制的非常好，因為每天上課，一個下午什麼課都沒有上，就是拿乒乓一直打對角，像profession，後來進入中學就開始打軟網、打校隊，也是參加全省比賽，後來到美國打排球，一直打排球。很多人看我打球，他說：奇怪？你從來沒有唸書吧？我說不是，我是唸書，但是不同的階段學不一樣的東西，但是都很專心的在學。我想有必要分成一些階段性，有時候真的要集中心意，不然的話不會有很大的成就。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範圍應擴大

王：院長對於如何在中研院內將人文與社會研究的發展帶動起來，有什麼想法？

李：對這一點我還是覺得比較不安，我回來七年之後，對於數理的跟生命科學的很多動向還可以掌握，但是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則很難。一個科學家，常常從科學的觀點來了解人文社會科學，我一直希望我們人文科學能夠把領域拓寬，中央研究院的人文社會科學都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所、史語所、近代史所、台史所都是談中國歷史，沒有研究外國的東西，歐美所是唯一的牽涉到外面的，那歐美所也是以對於歐盟、美國關係為最主要的，還是沒有深入到歐洲跟美國的文化方面；文哲所是中國文哲研究，還是研究中國方面，所以我在這裡覺得有一個limited confinement，世界這麼大，而我們人文社會科學侷限在一個很小的領域裡面。我一直想辦法突破，這個跟整個院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提昇有密切的關係。

    有時我到各所，我會問：你們做得怎麼樣？有時他們說我們做的是全國最好的，我說全國做你這個領域的有幾位？他說有三位。我說：你跟你的學生嗎？這裡就牽涉到學術評鑑的事。我不相信人文或者社會科學就不能做評鑑，應該可以做評鑑，有好的、有成就的人，可以做學術的評鑑，但是現在我們這裡還不是做得很理想。在數理跟生命科學最近比較好的是，這幾年在國外已經有成就的人，在數理跟生命科學的人大量回來，像我們天文所就是從伊利諾的一個天文物理研究所去請回來；資訊所是從西北大學去請回來，這些人曾經在美國的大學裡面領導過學術，所以討論到像基因研究中心，他們對整個方向的掌握是不一樣的；在人文社會科學裡面還是沒有這個core，也許四十歲左右的人、越來越不錯的人已經有。

    所以我現在要想進一步了解、做到的，是一直也跟朱副院長說的，我給他的charge就是要把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的水準提昇，要提升的話還要先identify一些做的不錯的，真正是能夠have a leadership，常常看到不好的現象是，講話講得多的人扮演重要的角色，很多有學問的人反而是靜靜的不是那麼active，我們如果要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話，要identify一些做的好的人，我上次也問了幾位所長，我們所裡面有沒有哪一位做得真正好的，這一群人慢慢的在一起，還有希望。

管：我可不可以接著您講的話，就是您剛剛提到說，譬如說人文社會科學，您覺得這麼大的領域，即使以研究院為例來看它似乎都還太窄，都圍繞在以中國為核心發展，院長有沒有想過這是不是就是我們台灣今天可以允許或sustain的情況，因為我們的學術社群就這麼大，我們的capacity也就是這樣的情況，研究中國相關的領域，事實上對這群學者是有比較有利，所以這也是經過當初他們在學術發展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自然選擇結果，即使我們希望人文社會學界涵蓋更廣，不只是以中國為核心，也有歐美的，希望更深入，甚至包括拉丁美洲、非洲我們也希望能涵蓋，可是那可不可能會是就是超出我們台灣的學術社群可以支持的範圍。

李：可能也會有這種情形，但是我想我們不要說那麼廣泛，我們如果有幾個人在歐美文化裡面的精要部分，深入去做的話也就不錯了。我想每一樣都接觸到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生命科學也是一樣，其實選擇做基因體的研究是因為會有希望，我們在三五年之內可以走在世界的最前面，所以要做選擇，應該是要做選擇，但是選擇並不意味著把很大的領域忽略掉了。

雷：我注意到在自然科學、生命科學方面院長其實都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就是讓學術界跟產業界有些合作的關係。台灣的企業已經發展到全世界了，他們有必要了解他們行銷國的文化及其他相關的東西，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如果院長您扮演類似的角色的話，某個程度上這是為了打開我們相對的比較利基。像芝加哥大學的MBA program就多了一樣international MBA，將來要在中國做生意，同時得在東亞研究院修課，不然沒辦法真正做好。

李：我們教改會的報告裡面就說，在整個世界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雖然說住在台北，但是我們生活舞台是全球，因為你服務的公司做的事是globalize，所以你對別的族裔的文化不了解，不學會怎麼尊重的話，你的舞台就受到限制，也做不好，所以我們一直鼓勵學會尊重不同的文化，我們的文化裡面常常教育我們中國人最了不起，外面就是蠻荒的人，所以尊重不同的文化而不要以存有偏見的眼光看外國或者外地來的人，這些在我們教育裡面是應該要特別強調的。

    我在回到中央研究院之前，也在想那幾個領域是中央研究院應該好好推動的，我認為生物技術之外，資訊科學是第二個領域，這是很重要的。那個時候我想因為中央研究院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它做的研究工作跟社會不一定有那麼直接的關係，但是我覺得至少百分之十的人，是能夠把我們研究的成果跟社會建立比較直接的關聯，所以第三個領域，經過很多院士和同仁的討論就是東南亞的研究，那個時候因為我們跟東南亞的接觸越來越多，到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投資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有這個東南亞研究的計畫。

    很不幸的是，我回來之後在推動東南亞研究計畫的同時，李總統也正在推動南進政策，所以我第一天回到這裡，立法院就要我去備詢，一個禮拜後去了，第一句被問的話就是：你這個南進計畫是李總統叫你做的嗎？他說：聽說你們經費增加了五千萬，為什麼沒有經過立法院的審查？我說沒這回事，我們的經費增加五千萬是我接受職位之後，打電話到中央研究院在編預算的時，在這三個領域裡面多增加了一筆預算。許多人卻以為是李總統給我五千萬做東南亞的研究，不是這樣子的。

朱：院長，能不能讓我談談自己的隱憂，我感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一些緊張，院長回台灣或者回中央研究院之後，大家都看得到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是有非常快速的進步，人文社會就沒有。我覺得院裡面學科學的人有一點看不起人文社會科學，在可見的未來中央研究院院長大概都是科技的，而其他有關學術研究的首長，也幾乎都是學自然科學的。長此以往，對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發展會不會有負面影響？

李：我身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對於人文方面的提昇確實沒有那麼大的把握。所以我回來之前，一直說服張光直回到這裡來，這個事情我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不能夠克服的障礙。我太太看我把張光直請回來，她一直說你這樣對嗎?他身體這麼不好。張光直本身是很有意願回到這裡，他到這裡兩年之後，我知道他的體力真的是不行了，但是那個時候我一直說，因為副院長一定要是人文方面的，希望提昇人文社會科學，所以張光直回來的時候我就把這個charge給他，他有很多的想法，我今天不在這裡講。後來張光直身體不行，沒有體力幫忙的時候，接著請楊國樞楊副院長來幫忙，但是我剛剛講，我不是把責任丟了，就不管了，大家一起努力，怎麼樣把人文社會科學裡面好的人把他identify出來，不然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發生的話，不好。先把好的人identify出來之後，再看看怎麼樣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我不能在這裡有任何具體的建議，但我可以建議的就是，把好的人identify出來之後，看看怎麼樣做。(文稿整理：李佩筠 台大社會系)
〈訪問稿整理完竣後，未經李院長過目，小標為編輯所加，所有錯誤由編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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